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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同情流浪动物还是流浪汉？ 

基于责任归因视角的解释* 

纪婷婷  王  嘉  丁  毅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人们不仅会对人类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 也会对动物的伤害担忧不已。基于责任归因的视角, 3 个递进实

验(共 6 个子实验)比较了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及其心理机制, 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差异的边

界条件和下游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流浪动物, 人们对流流浪汉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实验 1~3), 进而导致

了人们对他们有更少的共情反应(实验 1~3)和救助意愿与行为(实验 2~3)。然而, 对于高社会支配倾向个体, 这一效

应有所降低(实验 2a~2c)。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人们对动物和人类共情反应的差异, 并对动物和弱势人类

的福利与救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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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相较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中, 最引人注

目 的 莫 过 于 我 们 对 他 人 痛 苦 的 高 度 共 情 能 力

(Singer & Lamm, 2009; 潘彦谷 等, 2006)。虽然一

些高级哺乳动物如黑猩猩(de Waal, 2008)、大象

(Plotnik et al., 2006)和海豚(Marino, 2002)等也会表

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情反应, 但人类的共情能力在深

度和广度上更为突出 , 涉及多个复杂的大脑网络

(Singer, 2006)。当看到他人遭遇不幸时, 我们常能

感同身受, 心情沉重; 相似地, 当看到动物遭遇伤

害时, 我们也会为之担忧, 难以释怀。作为一种深

入感受和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 (Decety & Lamm, 

2006), 人类的共情不仅会表现在我们对人类同胞

情感的理解与反应中, 也体现在我们对其他生命不

幸遭遇的同情与关心上(Young et al., 2018)。例如, 

2020 年澳大利亚的丛林山火中, 考拉和袋鼠们可

怜无助的身影受到广泛的新闻报道, 人们转发、送

爱心、点亮蜡烛, 为小动物的遭遇感到担忧、难受

和不舍。 

人类深厚的共情能力使我们在情感交流和社

会互动中独树一帜。然而,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

理现象, 个体对人类和动物的不幸遭遇的共情反应

可能并不一致(Paul, 2000)。历史上, 纳粹政权一方

面对遭到污名化的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和屠杀, 另一方面却颁布了国际上第一部动物保护

和福利法规。在当今社会, 尽管流浪汉面临着巨大

的生存挑战和社会排斥, 但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往往

更加消极(Ipsos MORI, 2021); 相反, 流浪动物则常

常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情以及庇护 (Gates et al., 

2019)。这一矛盾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共情反应差异

性 的 思 考 。 不 同 于 早 期 研 究 更 多 地 从 道 德 权 利

(moral right; 即谁更值得共情)角度初步比较了人

们对人类与动物对象共情反应的差异, 本研究试图

从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 即谁对事件负有

责任)角度, 系统考察人们对污名化人类与动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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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即流浪汉与流浪动物)共情反应的差异及其背后

的心理机制(即责任归因), 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

的边界条件(即社会支配倾向)和下游影响(即救助

意愿与行为)。 

1.1  对人类和动物的共情反应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

感 , 并在特定情境中做出相应情感反应的能力(de 

Vignemont & Singer, 2006)。当前多数研究者认为, 

共 情 包 括 认 知 共 情 和 情 绪 共 情 两 个 独 立 的 成 分

(Davis, 1983; Gladstein, 1983; 黄 翯 青 , 苏 彦 捷 , 

2010)。其中, 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侧重于对

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与判断; 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则侧重于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受和体验

(Gladstein, 1983)。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情感能力, 

共情可以快速地将个体自身与他人的情绪状态形

成关联, 从而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与社会适应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e Waal, 2008; 崔芳 等, 2008)。

值得提出的是, 共情不仅仅是个体的一种内在稳定

的情感能力, 其在很大程度上会指向特定情境和共

情对象(陈武英, 刘连启, 2016)。 

当前共情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人类对象的共情

反应。例如, 当他人处于诸如疼痛、不幸等消极情

境中时, 个体通常能够关注并理解当事人的想法和

感受(认知共情反应), 并产生与当事人类似的情绪

体 验 ( 情 绪 共 情 反 应 ) (Davis, 2018; Decety & 

Jackson, 2004; Gladstein, 1983; 黄翯青 , 苏彦捷 , 

2010)。其中, 情绪共情反应包括两种不同的情感

体验(Singer & Klimecki, 2014)：一种是指向他人的

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 主要反映了对他人不

幸的积极关注, 通常会引发同情、关心与帮助等趋

近 情 感 和 动 机 ; 另 一 种 是 指 向 自 我 的 个 体 痛 苦

(personal distress), 反映了消极事件对个体自身的

负面情绪影响 , 通常会引发回避相关的情感和动

机。研究表明, 对他人的共情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于共情对象的社会身份, 例如, 人们对于外群体

成员或污名化的少数族裔往往有更少的共情反应

(Brown et al., 2006; Cikara et al., 2014)。 

然而, 当不幸事件的发生对象不是人类而是动

物时, 我们的共情反应会如何？早期研究揭示了人

类−人类共情(human‒human empathy)与人类−动物

共情(human‒animal empathy)在表征上的相似性。

Paul (2000)首先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人们对人类的

情绪共情反应和对动物的情绪共情反应有着显著

的正相关。此后, 研究者们进一步发现了对人类共

情与对动物共情之间的显著关系, 尤其是对人类情

绪共情反应中的共情关注, 而非认知共情反应, 能

够显著预测对动物的共情反应和对动物福利的支

持(Taylor & Signal, 2005)。在此基础之上, 一些研

究者试图比较人们对人类与动物对象共情反应的

差异。这些研究通常是早期共情反应中的人际对象

差 异 ( 如 自 我 −他 人 与 内 −外 群 体 ) 研 究 的 延 伸

(Brown et al., 2006), 它们将道德权利(moral right; 

Schein & Gray, 2018)作为理解对人类与动物共情反

应差异的前提, 即“谁被认为更值得共情”是影响共

情反应的关键变量。例如, 基于群体内共情偏向假

说, Westbury 和 Neumann (2008)在研究中通过呈现

不同对象(包括人类、灵长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和

鸟类动物)受到伤害时的图片或简短视频, 结果发

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人类相似性共情反应偏向, 即

与人类越相似的物种 , 被试的疼痛共情反应越强

烈。进一步地, 一些研究试图重复验证这一人类相

似 性 共 情 反 应 偏 向 时 却 发 现 了 不 一 致 的 结 果 。

Miralles 等人(2019)在研究中验证了人类相似性共

情反应偏向 , 揭示了人们更倾向于对接近人类的

物种抱有更强烈的共情反应。而 Angantyr 等人

(2011)在对比人类或动物遭遇伤害的情境时却发现, 

被试对动物的不幸遭遇有着更强烈的共情反应。

Cameron 等人(2022)认为, 对人类与动物共情反应

的差异可能取决于个体的动机性 , 即当被试需要

在人类和动物对象中选择一个共情对象时 , 由于

人类同胞的道德身份较高 , 因此被试认为更应该

对人类同胞表现出更多的共情意愿 ; 而当被试在

无需选择的情境中 , 被试对动物也会表现出较高

的共情意愿。 

虽然道德权利的视角(即“谁被认为更值得共

情”)为理解人们对人类共情与对动物共情的差异

提供了思路 , 然而一些研究证据和社会现象表明 , 

人 们 并 非 总 是 将 人 类 同 胞 视 为 优 先 的 共 情 对 象

(Angantyr et al., 2021; Ipsos MORI, 2021; Young 

et al., 2018)。不同于道德权利的视角, 本研究将基

于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 即谁对事件负有

责任)的角度来考察人们对动物和人类共情反应差

异的心理机制及其边界条件与后效。考虑到污名化

的弱势身份更需人们的共情反应及救助, 且是引发

道德责任的重要线索(Weiner et al., 1988), 因此本

研究主要对比了污名化的共情对象, 即流浪汉与流

浪动物。基于不幸事件发生的道德责任, 即责任归

因, 本研究提出由于人们对流浪汉相比于对流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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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因此人们对流浪汉的

共情反应要显著弱于流浪动物。 

1.2  对不幸遭遇的责任归因和共情反应 

面对不幸事件的对象,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

共情反应的程度差异？就观察者而言, 个体对事件

发生原因的归因是影响其共情反应的关键前因变量

(Betancourt, 1990; Betancourt & Blair, 1992; Rudolph 

et al., 2004)。事实上, 当消极事件发生之后, 人们

在确定自己的反应之前通常会对该事件背后的原

因和责任进行推断和解释, 即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incham & Jaspars, 1980; Weiner, 

1995; 张 爱 卿 , 刘 华 山 , 2003)。 归 因−共 情 模 型

(attribution-empathy model)认为, 当个体将消极结

果的发生归咎于受害者自己时, 就会对受害者的处

境表现出更少的共情反应, 并更少的愿意去帮助受

害者; 相反, 当个体将消极结果发生的责任归咎于

其他外部因素(如情境、社会结构等)时, 就会认为

受害者不该为自己的困境负有责任, 因此表现出更

多的共情反应(Betancourt, 1990)。归因−情绪模型

(attribution-emotion model)也指出 , 当个人认为受

害者对其自身的困境负有责任时, 会产生愤怒、生

气等情绪体验, 并易产生指责、攻击等行为; 而当

个人认为受害者的困境源于外在因素时, 会产生同

情、担心等情绪共情反应(Betancourt & Blair, 1992; 

张爱卿, 刘华山, 2003)。 

近几十年来, 对污名化群体(如穷人或弱势者)

的责任归因及其救助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大量研

究揭示了人们普遍对穷人或弱势者的劣势境况有

更多的内部责任归因偏向(Cozzarelli et al., 2001; 

吴胜涛, 张建新, 2007)。也就是说, 人们将穷人或

弱势者所面临的困境更多地归咎于其个人内部因

素, 如缺乏能力与志向、懒惰等, 而更少地归咎于

外部因素, 如运气、机会、社会结构和环境等因素

(白洁 等, 2021; 怀默霆, 2009; 李静, 2012; Weiner 

et al., 2011)。这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对穷人和弱势

者的情感反应较弱和对提升他们的社会福利政策

持争议态度(白洁 等, 2021)。例如, Vázquez 等(2017)

在针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研究发现 , 普通民众 , 

甚至是流浪汉自己, 倾向于将流浪汉的不幸境遇归

因于其自身内部原因。同时, 这一内部责任归因偏

向引发了对流浪汉更少的同情和怜悯, 并对他们表

现 出 明 显 的 责 难 (Vázquez et al., 2017; Vázquez 

et al., 2018)。以上研究表明, 对于人类, 尤其是弱

势者(如流浪汉),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相信他

们自身应该为不幸遭遇负责, 因此这可能降低了人

们的共情反应。 

那对动物的责任归因呢？实际上, 人们普遍相

信人类具有能动性, 可以自主选择、计划、行动, 并

进行自我控制 (Baumeister, 2005; Nahmias et al., 

2005; Ryan & Deci, 2006; 潘哲 等, 2017; 许丽颖 

等, 2022), 因此当处于困境中的主体是人类(如流

浪汉)时, 人们更有可能认为人类自身应为自己的

不幸负责, 从而产生较少的共情反应。而动物通常

被 认 为 缺 乏 能 动 性 (agency) 和 自 主 性 (Cochrane, 

2009; Gray et al., 2007), 因此它们可能更少地被认

为需要为自身的不幸负责。例如, 人们普遍认为动

物为人类的附属(Serpell, 2004), 倾向于将动物的

不幸遭遇归咎为主人的遗弃、强势群体的虐待、动

物保护政策的落后等外部因素, 而非动物自身的原

因(Conner & Rasmussen, 2007)。现有研究也表明, 

人们对人类和动物在消极事件中的责任归因是不

同的。比如, Rajecki 等人(1998)在研究中考察了人

们对小男孩和流浪狗咬人行为的态度, 结果发现相

比于人类对象(即小男孩), 人们对动物对象(即流浪

狗)的态度更加宽容, 认为它自身应该承担较少的

责任, 也应得到较少的责备。也就是说, 动物并不

会被视为与人类具有同等地位的道德行为体(moral 

agent)身份 (Clement, 2013; Johnson, 1983), 因此 , 

它们需为自己消极行为结果负责的内归因倾向可

能更低。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认为人们对流浪汉

比对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

向, 进而导致了人们对流浪汉有更少的共情反应。

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相比于流浪动物, 人

们对流浪汉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和更少的共

情反应(假设 1)。责任内归因倾向在共情对象(流浪

汉 vs. 流浪动物)对共情反应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

用(假设 2)。 

1.3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作用 

对特定对象消极行为结果的内归因倾向和共

情反应也会受到个体社会支配倾向的影响。社会支

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作为一个重要

的人格变量, 反映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并合理

化社会不平等(Pratto et al., 1994; 李琼 , 郭永玉 , 

2008)。社会支配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强调基于优势

群体的支配地位 , 并热衷于污名化弱势群体 (Ho 

et al., 2012; Pratto et al., 1994)。例如, 相比于低社

会支配倾向者, 高社会支配倾向者对诸如穷人、少

数族裔、流浪汉等弱势者均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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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Bobbio et al., 2010; Bullock et al., 2003; Cozzarelli 

et al., 2001), 从而更倾向于对这些弱势群体持有偏

见和歧视等消极社会认知与行为(Nicol & Rounding, 

2013), 并 对 他 们 的 痛 苦 和 遭 遇 有 更 少 的 同 情

(Halkjelsvik & Rise, 2014; Stathi et al., 2021)。 

值得提出的是, 相比于低社会支配倾向者, 高

社会支配倾向者可能对弱势人类群体和非人类动

物均具有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一些研究表明, 

社会支配倾向是种族主义、物种主义、贫富差距等

群体间不平等形式的可靠预测指标(Thomsen et al., 

2008)。例如, Costello 和 Hodson (2014)发现, 对人

类特定群体的偏见与对非人类动物的偏见是紧密

关联的, 而个体对群体统治和不平等的渴望可能是

这两类偏见间联系的基础。基于这一基础, Dhont

等人(2014)对物种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社会支配倾

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地分析, 结果显示, 三者

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尤其是高社会支配倾向解释

了个体对劣势群体和非人类动物的偏见。也就是说, 

较高的社会支配倾向同时导致了对劣势群体和非

人类动物的偏见。综上, 本研究认为, 高社会支配

倾向者可能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责任内归因倾

向均比较高。结合前文, 即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

物的共情反应差异是源于责任内归因的差异, 而由

于高社会支配倾向者等同看待不幸事件中的流浪

汉和流浪动物, 因此可以推测社会支配倾向在共情

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对共情反应的影响中

起着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设：社会支配倾向调节共情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

动物)对责任内归因倾向的影响(假设 3); 社会支配

倾向调节责任内归因倾向在共情对象对共情反应

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假设 4)。也就是说, 对于社会支

配倾向较高的人而言, 由于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

责任内归因倾向差异减少, 其对两者的共情反应可

能无显著差异或差异减小。 

1.4  下游影响：救助意愿与行为 

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是否会

带来下游影响？共情−利他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认为, 对他人困境产生的强烈共情反应

是利他行为产生的直接前因变量。尤其是, 指向他

人的共情关注越强, 就会导致越强的解除他人困境

的利他动机和相应的救助行动(Batson, 1987; 丁凤

琴, 陆朝晖, 2016)。大量研究证明了共情反应对救

助行动的直接影响。例如, 对他人的处境产生强烈

的共情关注(而非个人痛苦)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

减轻他人痛苦的救助行动(Batson et al., 1981)、纠正

他人正在遭受的不公平对待(Leliveld et al., 2012)以

及分配更多的金钱给他人(Klimecki et al., 2016)。因

此, 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共情反应的对象差异所带

来的直接下游影响, 即对救助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结合前文,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相比于流浪动物, 

人们对流浪汉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和更低的

共情反应, 这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救助意愿与行为

(假设 5)。 

1.5  研究概览 

综上所述 , 本研究旨在基于责任归因的视角 , 

考察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的共情

反应差异及其潜在心理机制, 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

差异的边界条件和下游影响。本研究的基本假设

是：人们对流浪汉比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有更多的

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而导致了人们对流浪汉有更少

的共情反应, 且这一中介效应受到社会支配倾向的

调节, 同时它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救助意愿与行为。

考 虑 到 人 们 普 遍 认 为 动 物 缺 乏 能 动 性 与 自 主 性

(Cochrane, 2009), 对动物的共情反应主要体现在

情绪共情反应上(尤其是指向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注) 

(Paul, 2000; Taylor & Signal, 2005), 因此本研究主

要关注了情绪共情反应中的共情关注。 

本研究包括 3 个递进的实验(共 6 个子实验)。

实验 1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 旨在验证人们对流

浪汉和流浪动物不幸遭遇的共情反应差异以及责

任内归因倾向的中介作用; 实验 2a 采用单因素被

试间设计, 以某学校动物保护社团成员为被试, 进

一步验证责任内归因倾向在共情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影响共情反应中的中介作用; 实验 2b 和

实验 2c 则试图在普通人群中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

的稳健性; 实验 3a 和实验 3b 通过操纵责任内归因

倾向, 重复检验责任内归因倾向是否是导致人们对

流浪汉(vs. 流浪动物)有更低的共情反应的心理机

制。同时, 本研究分别测量了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

(实验 2a~2c)和救助意愿与行为(实验 2a~2c 和实验

3a~3b), 以进一步探讨共情反应对象差异的有中介

调节机制与下游影响。 

2  实验 1 

实验 1 的目的是初步探讨与流浪动物相比, 流

浪汉是否会引发人们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和更

少的共情反应。本实验采用情境实验的方法, 被试

需要阅读流浪动物与流浪汉恶劣生存条件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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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并报告责任内归因倾向与共情反应, 以此考察

人们对流浪动物与流浪汉的共情反应差异及责任

内归因倾向的中介作用。 

2.1  方法 

2.1.1  被试 

为获得小到中等的效应量(dz = 0.40, 双侧检

验), 采用 G*power 3.1 软件对本实验所需最小样本

量进行事前估计(Faul et al., 2009)。结果表明, 至少

需要 84 名被试才能使统计效能达到 0.8 以上。考虑

到 需 检 验 潜 在 的 中 介 效 应 , 最 终 通 过 在 线 平 台

Credamo 招募有效被试 296 名, 其中, 男性被试 112

人, 女性被试 184 人; 被试平均年龄 32.31 岁, 标准

差为 9.23。 

2.1.2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 1 是一个单因素的被试内设计, 被试内自

变量为共情对象, 包括流浪汉和流浪动物两个条件, 

中介变量为责任内归因倾向, 因变量为共情反应。 

共情对象的操纵。参考 Levin 等人(2017)的研

究, 采用阅读新闻短文操纵不同共情对象的恶劣生

存条件。在流浪汉条件下, 被试阅读一篇描述流浪

汉面临寒冷、饥饿和疾病等生存困境的新闻报道; 

在流浪动物条件下 , 被试阅读一篇描述流浪动物

(如流浪猫、狗等)面临数量泛滥、食物短缺等生存

困境的新闻报道。为了避免被试猜测实验目的, 实

验中增加了一个填充条件, 即在该条件下被试阅读

一篇描述河滩遭到工业污染的新闻报道。在实验中, 

各被试内条件的顺序随机呈现。 

共情反应的测量。在阅读每篇新闻报道后, 采

用 简 版 共 情 关 注 量 表 (empathy concern index, 

Pfattheicher et al., 2019; Toi & Batson, 1982; 何怡

娟 等, 2022)分别测量被试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

共情反应。该测量包括 3 个形容词项目(即“同情

的”、“触动的”和“担忧的”), 要求被试在 7 点量表

上(1 = 完全没有, 7 = 非常多)评定自己在多大程

度上对材料中流浪动物或流浪汉的遭遇体验到以

上感受。本实验分别以被试在流浪汉(α = 0.77)和流

浪动物(α = 0.77)3 个项目中的均分作为对流浪汉和

流浪动物共情反应的得分, 其中分数越高, 被试的

共情反应越强烈。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测量。采用李静(2012)使用

的特定情境遭遇的责任归因测量, 要求被试在 7 点

量表上(1 = 完全没有, 7 = 非常多)分别评定材料

中流浪动物或流浪汉的遭遇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

其自身的内部因素(即内部责任归因)或外部因素

(即外部责任归因)造成的。依照以往研究者的做法

(Hussak & Cimpian, 2015; 李静, 2012), 分别以被

试对流浪动物或流浪汉内归因项目与外归因项目

上得分的差值作为衡量被试对流浪动物或流浪汉

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得分, 其中分数越高, 表明被试

对流浪动物或流浪汉的遭遇有着更高的责任内归

因倾向。 

控制变量。最后, 被试报告自己的性别、年龄、

家庭人均月收入(1 = 小于 1000 元, 2 = 1001~3000 元, 

3 = 3001~5000 元, 4 = 5001~7000 元, 5 = 7001~ 

10000 元, 6 = 10001~15000 元, 7 = 15001~30000 元, 

8 = 3 万元以上)和养宠经历(1 = 有, 0 = 无)等人口

学信息。 

2.2  结果与分析 

2.2.1  差异分析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对流浪汉(M = 

5.72, SD = 0.89)的共情反应显著低于流浪动物(M = 

5.89, SD = 0.90), t (295) = −2.94, p = 0.004, Cohen’s 

d = −0.17; 而被试对流浪汉(M = −0.83, SD = 3.31)

的责任内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流浪动物(M = −3.17, 

SD = 2.34), t (295) = 12.80, p < 0.001, Cohen’s d = 

0.74。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 将被试的年

龄、性别(1 = 女, 0 = 男)、收入与养宠经历(1 = 有, 

0 = 无)作为控制变量, 以共情对象为自变量, 分别

以共情反应与责任内归因倾向为因变量进行方差

分析 , 结果发现 , 共情对象的主效应均显著(ps < 

0.012), 即被试对流浪汉的共情反应显著低于流浪

动物, 而对流浪汉的责任内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流浪

动物。 

2.2.2  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解释被试对不同共情对象的共情反

应差异是否是源于责任内归因倾向, 采用 Montoya

和 Hayes (2017)开发的 MEMORE syntax 进行被试

内设计的中介效应分析。在 MEMORE 软件包中分

别以两个被试内水平(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的责

任内归因倾向为中介变量, 两个被试内水平的共情

反应为因变量,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Bootstrap 检验

(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见图 1), 当责任内

归因倾向加入中介模型时, 对不同共情对象的共情

反应的显著差异(total effect = −0.17, 95% CI [−0.28, 

−0.06])将变为不显著(direct effect = 0.12, 95% CI 

[−0.02, 0.25] )。同时,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间接效应

显著, B = −0.29, 95% CI [−0.44, −0.16]。该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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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流浪动物, 被试对流浪汉有较少的共情反应

是源于对他们具有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图 1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实验 1)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 p < 0.001, ** p < 0.01 

 

2.3  小结与讨论 

实验 1 初步验证了流浪汉比流浪动物引发人们

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和更少的共情反应。但实验

1 采用被试内实验设计, 可能易于被试猜测实验目

的, 从而使得研究结果受到要求特征和社会期望效

应的干扰。同时, 实验 1 只涉及到流浪动物或流浪

汉本身的生存困境 , 并未明确指向其遭到不幸事

件。鉴于此, 实验 2a~2c 将采用被试间实验设计, 并

通过设置具体不幸遭遇事件, 拟进一步检验实验 1

结果的稳健性。 

3  实验 2a 

实验 2a 拟在实验 1 的基础上采用被试间实验

设计考察流浪汉是否比流浪动物引发人们更多的

责任内归因倾向和更少的共情反应。考虑到动物保

护 组 织 成 员 通 常 对 动 物 福 祉 有 着 更 多 的 关 注

(Signal & Taylor, 2007), 这一特定群体为研究假设

提供了一个较为敏感的窗口, 以更加明确地检验责

任内归因倾向在共情反应对象差异中的作用机制。

鉴于此, 实验 2a 拟首先在某高校动物保护社团成

员中检验责任内归因倾向在其对流浪动物与流浪

汉共情反应差异中的机制。同时, 实验 2a 进一步测

量了调节变量(即社会支配倾向)和后果变量(即救

助意愿), 以进一步探讨社会支配倾向的作用以及

共情反应差异所带来的下游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为获得小到中等的效应量(d = 0.4, 双侧检验), 

采用 G*power 3.1 软件对本实验所需最小样本量进

行事前估计(Faul et al., 2009)。结果表明, 每组至少

需要 100 名被试才能使统计效能达到 0.8 以上。采

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最终在某高校动物保护社团群

体中招募有效被试 208 名(包括流浪汉组被试 107

人, 流浪动物组被试 101 人), 其中, 男性被试 21 人, 

女性被试 187 人; 被试平均年龄 21.69 岁, 标准差

为 3.85。 

3.1.2  实验程序与测量 

实验 2a 是一个单因素的被试间设计, 被试间

自变量为共情对象, 包括流浪汉和流浪动物两个条

件, 中介变量为责任内归因倾向, 因变量为共情反

应和救助意愿。 

共情对象的操纵。实验 2a 采用阅读新闻短文

操纵不同的共情对象。不同于实验 1, 实验 2a 设置

了具体不幸遭遇事件。具体而言, 被试随机分配为

阅读一篇描述流浪汉(n = 107)或流浪动物(n = 101)

遭遇社区工作人员驱逐并身受重伤的新闻报道。 

共情反应和责任内归因倾向的测量。同实验 1。 

救助意愿的测量。本实验使用被试愿意将参与

研究报酬的百分比(0~100%)作为对流浪汉或流浪

动物的救助意愿。在该测量中, 将告知被试参与本

实验会得到一定的报酬, 并询问被试愿意将报酬的

百分之多少(0~100%)捐给新闻材料中的流浪汉/流

浪动物, 用于其后续的治疗费用。 

社会支配倾向的测量。采用 Li 等人(2006)修订

的中文版社会支配倾向量表测量被试的社会支配

倾向水平。该量表共 19 个条目(如“有些群体本来就

不如其他群体”; α = 0.87), 采用 7 点计分(1 = 完全

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本实验以被试在 19 个项目

中的均分作为社会支配倾向的得分, 其中分数越高, 

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越高。 

特质共情关注的测量。为了排除特质共情对研

究结果的潜在混淆影响, 采用张凤凤等人(2010)修

订的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的共情关注维度

(α = 0.71)测量被试的特质共情关注。该测量包括 6

个条目(如“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 我经常有心软和

关怀的感觉”), 采用 5 点计分(1 = 不恰当, 5 = 很

恰当)。本实验以被试在该测量上的均分作为特质

共情关注的得分, 其中分数越高, 被试的特质共情

关注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最后, 同实验 1, 被试报告自己的性

别、年龄和收入等人口学信息。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对流浪汉(M = 

5.20, SD = 1.46)的共情反应显著低于流浪动物(M = 

6.07, SD = 1.32), t (206) = −4.49, p < 0.001, Cohen’s d 

= −0.62; 而被试对流浪汉(M = −1.32, SD = 2.31)的

责任内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流浪动物(M = −3.59,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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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 (206) = 7.16, p < 0.001, Cohen’s d = 0.99。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将被试的特质

共情关注得分、年龄、性别(1 = 女, 0 = 男)、与收

入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以共情反应与责任内归因倾

向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共情对象的

主效应均显著(ps < 0.001), 即被试对流浪汉的共情

反应显著低于流浪动物(p < 0.001), 而对流浪汉的

责任内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流浪动物(p < 0.001)。 

3.2.2  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解释被试对不同共情对象的共情反

应差异是否是源于责任内归因倾向, 以共情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变量, 责任内归因倾

向为中介变量, 共情反应为因变量, 将被试的特质

共情关注得分、年龄、性别(1 = 女, 0 = 男)与收入

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见图 2), 当责任内归因倾向加

入中介模型时, 被试对不同共情对象的共情反应的

显著差异(total effect = −0.71, 95% CI [−1.08, −0.34])

将变为不显著(direct effect = −0.15, 95% CI [−0.51, 

0.21])。同时,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56, 95% CI [−0.88, −0.29]。该结果表明, 相比于

流浪动物, 被试对流浪汉有较少的共情反应是源于

对他们具有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图 2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实验 2a)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 p < 0.001 

 

3.2.3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社会支配倾向在共情对象影响责任

内归因倾向中的调节效应, 以责任内归因倾向为因

变量, 以共情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

变量, 社会支配倾向为调节变量, 性别、年龄、收入

与特质共情关注得分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

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调节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 社会支配倾向

的调节效应显著, B = −0.93, 95% CI [−1.63, −0.22]。

进一步分析表明(见图 3), 较低社会支配倾向的被

试(−1 SD)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做出的

责任内归因倾向差异显著, B = 2.86, 95% CI [1.96, 

3.75]; 较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1 SD)对流浪汉

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做出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差

异也显著, 但差异显著减小, B = 1.15, 95% CI [0.23, 

2.07], 也就是说, 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对流浪汉

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均倾向于做出较高的责任

内归因。 
 

 
 

图 3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效应结果(实验 2a) 
 

为检验社会支配倾向是否调节责任内归因倾

向在共情对象影响共情反应中的中介效应, 以共情

反应为因变量, 共情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

物)为自变量 , 责任内归因倾向为中介变量 , 社会

支配倾向为调节变量, 采用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

样 5000 次 )进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Hayes, 

2013; Model 7)。结果发现, 社会支配倾向的有中介

调节作用显著, 效应值为 0.27, 95% CI [0.01, 0.60]。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 当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较低

(−1 SD)时, 个体对流浪汉比流浪动物有更多的责

任内归因倾向, 进而导致对流浪汉的共情反应更低, 

B = −0.86, 95% CI [−1.37, −0.42]; 而当被试的社会

支配倾向较高(+1 SD)时, 个体对流浪汉和流浪动

物的不幸遭遇均倾向于做出较高的责任内部归因, 

从而导致了其对二者的共情反应差异减少 , B = 

−0.36, 95% CI [−0.67, −0.07]。 

3.2.4  对救助意愿的影响 

为考察被试对不同共情对象的责任内归因倾

向与共情反应差异是否直接影响救助意愿, 以共情

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变量, 责任内

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为连续中介变量, 救助意愿为

因变量, 将被试的特质共情关注得分、年龄、性别

(1 = 女, 0 = 男)与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链式中介效应

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 Model 6)。结

果发现(见图 4), 责任内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在不

同对象影响救助意愿中的链式间接效应显著, 效应

值为−8.52, 95% CI [−13.30,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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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责任内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实验 2a)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 p < 0.001 

 
3.3  小结与讨论 

与实验 1 结果一致, 实验 2a 在动物保护社团成

员中再次验证了相比于流浪动物, 被试对流浪汉有

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而导致了对他们遭遇不

幸时有较少的共情反应。同时, 实验 2a 也揭示了共

情反应的对象差异将显著影响被试的相应救助意

愿。考虑到实验 2a 的结果主要针对有动物救助和

保护经验的人群, 实验 2b 拟在普通人群中再次检

验实验结果的稳健性。 

4  实验 2b 

为了增加实验结果的稳健性, 实验 2b 拟在普

通成人群体中检验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不幸

遭遇的共情反应差异及其心理机制(即责任内归因

倾向), 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的边界条件(即社会

支配倾向)与下游影响(即救助意愿)。 

4.1  方法 

4.1.1  被试 

同实验 2a, 实验 2b 中每组至少需要 100 名被

试才能使统计效能达到 0.8 以上。最终通过 Credamo

平台招募有效被试 217 名(包括流浪汉组被试 110

人, 流浪动物组被试 107 人), 其中, 男性被试 94 人, 

女性被试 123 人; 被试平均年龄 30.90 岁, 标准差

为 7.31。 

4.1.2  实验程序与测量 

实验 2b 是一个单因素的被试间设计, 被试间

自变量为共情对象, 包括流浪汉和流浪动物两个条

件, 中介变量为责任内归因倾向, 因变量为共情反

应和救助意愿。 

共情对象的操纵。同实验 2a。 

共情反应和责任内归因倾向的测量。同实验 2a。 

救助意愿的测量。同实验 2a。 

社会支配倾向的测量。采用 Pratto 等(1994)编

制的简版社会支配倾向量表(α = 0.56)测量被试的

社会支配倾向水平。该量表包括中文版, 共 4 个条

目, 采用 10 点计分(1 = 完全反对, 10 = 完全赞

成)。本实验以被试在该量表上的均分作为被试的

社会支配倾向得分, 其中分数越高, 被试的社会支

配倾向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最后, 同实验 1, 被试报告性别、年

龄、收入和养宠经历等人口学信息。 

4.2  结果与分析 

4.2.1  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对流浪汉(M = 

6.02, SD = 0.73)和流浪动物(M = 6.10, SD = 0.67)的

共情反应并无显著差异, t (215) = −0.82, p = 0.41, 

Cohen’s d = −0.11。而在责任内归因倾向上, 被试对

流浪汉(M = −1.15, SD = 2.68)的内归因倾向显著高

于流浪动物(M = −3.19, SD = 2.02), t (215) = 6.31, 

p < 0.001, Cohen’s d = 0.86。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 将被试的年

龄、性别(1 = 女, 0 = 男)、收入与养宠经历(1 = 有, 

0 = 无)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以共情反应与责任内

归因倾向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被试

对流浪汉的责任内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流浪动物(p < 

0.001); 而在共情反应上两组被试并无显著差异

(p = 0.41)。 

4.2.2  中介效应分析 

虽然共情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并不影

响被试的共情反应, 但它可能通过影响责任内归因

倾向进而对共情反应产生间接影响(对该方法的讨

论可参见 Rucker et al., 2011)。因此, 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见图

5),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间接效应显著 , B = −0.12, 

95% CI [−0.23, −0.04]。在该模型中, 共情对象通过

责任内归因倾向负向预测共情的间接预测路径成

立, 即相比于流浪动物, 被试更倾向于对流浪汉进

行责任内归因, 从而导致了对流浪汉有较少的共情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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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间接效应检验(实验 2b)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 p < 0.001, ** p < 0.01 

 

4.2.3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社会支配倾向在共情对象影响责任

内归因倾向中的调节效应, 以责任内归因倾向为因

变量, 以共情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

变量, 社会支配倾向为调节变量, 性别、年龄、收

入与养宠经历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开发

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调节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

节效应显著, B = −0.52, 95% CI [−0.99, −0.05]。进一

步分析表明 (见图 6), 较低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

(−1 SD)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做出的责

任内归因倾向差异显著, B = 2.76, 95% CI [1.85, 

3.66]; 较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1 SD)对流浪汉

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做出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差

异也显著, 但差异显著减小, B = 1.20, 95% CI [0.22, 

2.18], 也就是说, 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对流浪汉

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均倾向于做出较高的责任

内归因。 
 

 
 

图 6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效应结果(实验 2b) 
 

为检验社会支配倾向是否调节责任内归因倾

向在共情对象影响共情反应中的中介效应, 进一步

采用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进行有中介

的调节效应分析(Hayes, 2013; Model 7)。结果发现, 

社会支配倾向的有中介调节作用显著 , 效应值为

0.03, 95% CI [0.01, 0.06]。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当被

试的社会支配倾向较低(−1 SD)时, 个体对流浪汉

比流浪动物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而导致对

流浪汉的共情反应更低, B = −0.16, 95% CI [−0.29, 

−0.06]; 而当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较高(+1 SD)时 , 

他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均倾向于做

出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从而导致了其对二者的

共情反应差异减少 , B = −0.07, 95% CI [−0.18, 

−0.01]。 

4.2.4  对救助意愿的影响 

为考察被试对不同共情对象的责任内归因倾

向与共情反应差异是否直接影响救助意愿 , 以共

情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变量, 责

任内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为连续中介变量 , 救助

意愿为因变量 , 性别、年龄、收入与养宠经历为

控 制变量 , 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链式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

样 5000 次; Model 6))。结果发现(见图 7), 责任内

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在不同对象影响救助意愿中

的 链 式 间 接 效 应 显 著 , 效 应 值 为−6.95, 95% CI 

[−12.02, −2.05]。 

4.3  小结与讨论 

实验 2b 揭示了相比于流浪动物, 被试对流浪

汉有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而间接导致了对他

们遭遇不幸时有较少的共情反应。同时, 实验 2b

进一步发现了社会支配倾向的有中介调节效应, 即

对于高社会支配倾向个体, 上述效应有所降低。另

外, 实验 2b 也发现了共情反应的对象差异将显著

影响被试的相应救助意愿。 

 

 
 

图 7  责任内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实验 2b)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 p < 0.0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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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不同于实验 1 和实验 2a, 实验 2b 并未发

现共情对象(流浪动物  vs. 流浪汉)对共情反应的

直接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对象的共情反应差

异, 并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实验 2c 将对实验

2b 进行复制研究。复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验

证实验 2b 的结果, 并排除由于实验条件、样本特征

或随机误差所带来的结果不一致性。此外, 通过适

当增加样本量, 复制研究将提高统计效力, 从而更

敏锐地检测假设效应 , 确保结果的可靠性(Cohen, 

1992; 胡传鹏 等, 2016)。 

5  实验 2c 

为了增加实验结果的稳健性, 实验 2c 拟在实

验 2b 基础上进一步复制检验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

动物不幸遭遇的共情反应差异及其潜在心理机制

(即责任内归因倾向)、边界条件(即社会支配倾向)

与下游影响(即救助行为)。此外, 实验 2c 拟进一步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1)实验 2b 中采用的简

版 社 会 支 配 倾 向 量 表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较 低 (α = 

0.56), 因此实验 2c 将采用完整版社会支配倾向量

表, 以提升该测量的信度; (2)实验 2b 中对救助意愿

的测量并非是真实行为, 因此实验 2c 中将采用实

际的救助行为, 以更准确地反映被试的真实救助行

动; (3)以往研究表明人们对动物(vs. 人类)有较低

的能动性感知(Gray et al., 2007), 因此当遭遇不幸

事件时, 它们可能被认为有更严重的后果和更少的

应 对 能 力 (Johnson et al., 2024; Pejic & Deska, 

2023)。鉴于此, 实验 2c 拟进一步排除后果严重程

度感知和应对能力感知的替代性解释。(4)实验 2c

将进一步测量一般消极情绪, 以验证对流浪汉和流

浪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并非源于一般性的消极情

绪差异。 

5.1  方法 

5.1.1  被试 

同实验 2b, 实验 2c 中每组至少需要 100 名被

试才能使统计效能达到 0.8 以上。为了复制研究 2b

并提高统计功效, 最终通过 Credamo 平台招募有效

被试 300 名(包括流浪汉组被试 150 人, 流浪动物组

被试 150 人), 其中, 男性被试 80 人, 女性被试 220

人; 被试平均年龄 31.94 岁, 标准差为 8.14。 

5.1.2  实验程序与测量 

实验 2c 是一个单因素的被试间设计, 被试间

自变量为共情对象, 包括流浪汉和流浪动物两个条

件, 中介变量为责任内归因倾向, 因变量为共情反

应和救助行为。同时, 为了排除潜在的影响和可替

代解释, 实验 2c 也测量了消极情绪、后果严重程度

感知和应对能力感知。 

共情对象的操纵。同实验 2b。 

共情反应和消极情绪。共情反应的测量同实验

2b (α = 0.87)。采用 Thompson (2007)修订的积极消

极情绪量表中的消极情绪分量表测量被试的一般

消极情绪(如: 倪丹, 郑晓明, 2024)。该量表包括 5

个形容词项目(如“害怕的”), 被试需要在 7 级量表

上(1 = 完全不, 7 = 非常), 评估自己当前在多大程

度上体验到此类情绪感受(α = 0.80)。本实验以被试

在 5 个项目中的均分作为消极情绪得分。 

责任内归因倾向和其他可替代解释变量的测

量。责任内归因倾向的测量同实验 2b。为了排除其

它可替代的解释, 本实验采用 7 级量表(1 = 完全没

有, 7 = 非常多)测量了被试的后果严重程度感知

(即“新闻中流浪汉/流浪动物遭遇上述不幸事件的

后果(如疾病、死亡)有多严重？”)和应对能力感知

(即“新闻中流浪汉/流浪动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应对

和处理当前的困境？”)。 

救助行为的测量。不同于实验 2b 测量救助意

愿, 实验 2c 测量了被试的真实救助行为。参考以往

研究的做法(Ding et al., 2022; Martin & Randal, 

2008), 被试需要完成一个不相关的调查任务以获

得额外 5 元报酬, 并可以选择将额外报酬自己保留

或捐赠给流浪汉/流浪动物组织(1 = 捐赠, 0 = 保

留), 以帮助新闻材料中的流浪汉/流浪动物, 用于

其后续的安置和治疗费用。被试完成额外的不相关

任务后, 将获得相应报酬或捐赠信息(保留报酬的

被试将额外获得 5 元报酬, 而选择捐赠的被试将被

告知他们的额外报酬会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捐赠给

相应组织)。 

社会支配倾向的测量。同实验 2a, 采用 Li 等人

(2006)修订的中文完整版社会支配倾向量表 (α = 

0.91)测量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水平。 

控制变量。最后, 同实验 2b, 被试报告自己的

性别、年龄和收入等人口学信息。 

5.2  结果与分析 

5.2.1  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对流浪汉(M = 

5.22, SD = 1.25)的共情反应显著低于流浪动物(M = 

5.91, SD = 0.76), t (298) = −5.78, p < 0.001, Cohen’s 

d = −0.67; 而被试对流浪汉(M = −1.49, SD = 3.02)

的责任内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流浪动物(M =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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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 2.04), t (298) = 7.13, p < 0.001, Cohen’s d = 

0.82。然而, 在消极情绪上, 两组被试的差异并不

显著, t (298) = −1.26, p = 0.21, Cohen’s d = −0.15。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 将被试的年

龄、性别(1 = 女, 0 = 男)、收入与消极情绪作为控

制变量, 分别以共情反应与责任内归因倾向为因变

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共情对象的主效应均

显著(ps < 0.001), 即被试对流浪汉的共情反应显著

低于流浪动物(p < 0.001), 而对流浪汉的责任内归

因倾向显著高于流浪动物(p < 0.001)。以上结果表

明, 被试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并非

源于一般的消极情绪反应差异。 

5.2.2  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被试对不同共情对象的共情反

应差异是否源于责任内归因倾向, 以共情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变量, 责任内归因倾向

为中介变量, 共情反应为因变量, 将年龄、性别(1 = 

女, 0 = 男)、收入与消极情绪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中介效

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

(见图 8), 当责任内归因倾向加入中介模型时, 对

不同对象的共情反应差异的效应量(total effect = 

−0.64, 95% CI [−0.87, −0.41])将变小(direct effect = 

−0.26, 95% CI [−0.48, −0.05])。同时, 责任内归因倾

向的间接效应显著 , B = −0.38, 95% CI [−0.57, 

−0.23]。该结果表明, 相比于流浪动物, 被试对流浪

汉有较少的共情反应是源于对他们具有较高的责

任内归因倾向。 
 

 
 

图 8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间接效应检验(实验 2c)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 p < 0.001, * p < 0.05 

 

进一步的补充分析发现, 在遭遇不幸事件后的

后果严重程度感知和应对能力感知上, 流浪汉和流

浪动物两组的差异均并不显著(ps > 0.14)。同时, 后

果严重程度感知(B = −0.01, 95% CI [−0.06, 0.01])和

应对能力感知(B = 0.01, 95% CI [−0.05, 0.04])在共

情对象影响共情反应中的中介效应也均不显著。以

上结果可以排除后果严重程度感知和应对能力感

知的替代性解释。 

5.2.3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社会支配倾向在共情对象影响责任

内归因倾向中的调节效应, 以责任内归因倾向为因

变量, 以共情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

变量, 社会支配倾向为调节变量, 年龄、性别(1 = 

女, 0 = 男)、收入与消极情绪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调节效

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效应显著, B = −0.89, 95% CI 

[−1.54, −0.25]。进一步分析表明(见图 9), 较低社会

支配倾向的被试(−1 SD)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

幸遭遇做出的责任内归因倾向差异显著, B =2.76, 

95% CI [1.98, 3.55]; 较高社会支配倾向的被试(+1 

SD)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做出的责任内

归因倾向差异也显著, 但差异显著减小, B = 1.26, 

95% CI [0.47, 2.04], 也就是说, 高社会支配倾向的

被试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均倾向于做

出较高的责任内归因。 
 

 
 

图 9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效应结果(实验 2c) 
 

为检验社会支配倾向是否调节责任内归因倾

向在共情对象影响共情反应中的中介效应, 进一步

采用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进行有中介

的调节效应分析(Hayes, 2013; Model 7)。结果发现, 

社会支配倾向的有中介调节效应显著 , 效应值为

0.18, 95% CI [0.02, 0.35]。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当被

试的社会支配倾向较低(−1 SD)时, 个体对流浪汉

比流浪动物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而导致对

其的共情反应更低 , B = −0.59, 95% CI [−0.84, 

−0.38]; 而当被试的社会支配倾向较高(+1 SD)时 , 

他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均倾向于做

出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从而导致了其对二者的

共情反应差异减少 , B = −0.29, 95% CI [−0.55, 

−0.08]。 

5.2.4  对救助行为的影响 

为考察被试对不同共情对象的责任内归因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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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共情反应差异是否直接影响救助行为, 以共情

对象(1 = 流浪汉, 0 = 流浪动物)为自变量, 责任内

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为连续中介变量, 救助行为为

因变量, 将被试的年龄、性别(1 = 女, 0 = 男)、收

入与消极情绪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开

发 的 PROCESS syntax 进 行 链 式 中 介 效 应 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见图

10), 责任内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在不同对象影响

救助行为中的链式间接效应显著, 效应值为−0.73, 

95% CI [−1.22, −0.39]。 

5.3  微型元分析与讨论 

不同于实验 2b, 实验 2c 发现共情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对共情反应存在显著影响。为了整合

这两项实验的结果 , 本文进行了微型元分析(mini 

meta-analysis; 见 Goh et al., 2016)。在单篇文章中

进行微型元分析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广泛采

用的稳健性检验方法(胡传鹏等 , 2016; Xu et al., 

2025), 该方法可以提高效应量估计的精确度 , 并

为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提供更多证据。本文采用

Goh 等人(2016)提供的微型元分析工具, 通过两项

研究的效应量 Cohen’s d 和各组样本量, 最终得到

了被试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的效

应值为−0.43, 95% CI [−0.60, −0.25]。此外, 当将实

验 2a 的结果也纳入微型元分析时, 可得到不同共

情对象的 共 情反应差 异 效应值为−0.48, 95% CI 

[−0.63, −0.34]。以上结果表明, 在本研究中, 共情

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对共情反应的影响存

在小到中的效应量。 

此外, 实验 1 与实验 2a~2c 均稳健地发现了责

任内归因倾向在共情对象影响共情反应中起着显

著的中介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责任内归因倾向的

心理机制, 实验 3a 和 3b 拟操纵责任内归因倾向。 

6  实验 3a  

为了更好地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Ge, 2023;  

 

Pirlott & MacKinnon, 2016), 研究 3a 拟进一步通过 

操纵中介变量来检验责任内归因倾向是否是造成

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共情反应差异的原因。具

体而言, 实验 3a 通过操纵降低被试对流浪汉和流

浪动物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即采用 2 (共情对象：流

浪动物 vs. 流浪动物) × 2 (责任内归因倾向：低 vs. 

控制)的研究设计来检验若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责

任内归因倾向均降低, 被试对两者的共情反应差异

是否会降低或消失。 

6.1  方法 

6.1.1  被试 

为获得小到中等的效应量(f = 0.20, 双侧检验), 

采用 G*power 3.1 软件对本实验所需最小样本量进

行事前估计(Faul et al., 2009)。结果表明, 每组至少

需要 50 名被试才能使统计效能达到 0.8 以上。最终

通过 Credamo 平台招募有效被试 400 名, 其中, 男

性被试 87 人 , 女性被试 313 人; 被试平均年龄

30.33 岁, 标准差为 8.23。 

6.1.2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 3a 是一个 2 (共情对象：流浪动物 vs. 流

浪动物) × 2 (责任内归因倾向：低 vs. 控制)被试间

设计, 因变量为共情反应和救助行为。 

实验操纵。类似于实验 2a~2c, 采用阅读新闻

报道的方式操纵 2 (共情对象：流浪动物 vs. 流浪

动物) × 2 (责任内归因倾向：低 vs. 控制)被试间实

验条件。其中, 在低责任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 被

试阅读一篇描述一名流浪汉从小因疾病被抛弃, 虽

努力摆脱困境, 但因社会政策不完善无法为其提供

救助, 日前在某小区捡垃圾时, 遭遇社区工作人员

驱逐并身受重伤的新闻报道; 在低责任内归因倾向

/流浪动物组, 被试阅读一篇描述一只流浪动物自

幼被人遗弃, 但因流浪动物救助政策不完善无法为

其提供救助, 日前在某小区觅食时, 遭遇社区工作

人员驱逐并身受重伤的新闻报道; 而流浪汉/控制

组和流浪动物/控制组被试阅读的材料同实验 2c。 

 

 
 

图 10  责任内归因倾向和共情反应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实验 2c)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 p < 0.05,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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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实验材料的真实感, 新闻报道后增加了一

张流浪汉和流浪猫遭遇不幸事件后的图片。为了检

验责任内归因倾向操纵的有效性, 采用实验 2c 中

测量责任内归因倾向的两个项目作为操纵检验题

项(计分方式同实验 2c)。 

共情反应的测量。同实验 2c (α = 0.79)。 

救助行为的测量。同实验 2c。 

控制变量。同实验 2c, 被试最后报告自己的性

别、年龄与收入等人口学信息。 

6.2  结果与分析 

6.2.1  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低责任内归因倾向

条件下的被试内归因倾向(M = −3.37, SD = 2.06)显

著低于控制条件(M = −1.19, SD = 2.37), t (398) = 

−9.84, p < 0.001, Cohen’s d = −2.25, 该结果表明责

任内归因倾向操纵是有效的。 

6.2.2  差异分析 

以共情反应得分为因变量, 进行 2 (共情对象：

流浪动物 vs. 流浪动物) × 2 (责任内归因倾向：低 

vs. 控制)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共情对象的主效应

显著, F(1, 396) = 24.25, p < 0.001, η2
p = 0.06, 即被

试对流浪汉(M = 5.42)比流浪动物(M = 5.77)有更少

的共情反应; 责任内归因倾向的主效应也显著, F(1, 

396) = 79.90, p < 0.001, η2
p = 0.17, 表明相比于控制

条件(M = 5.27), 低责任内归因倾向条件下(M = 

5.91)的共情反应更高。 

重要的是, 共情对象和责任内归因倾向的交互

作用显著, F(1, 396) = 5.13, p = 0.024, η2
p = 0.01。进

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见图 11)表明, 在控制条件时, 

被试对流浪汉(M = 5.02)比流浪动物(M = 5.53)有更

少的共情反应(p < 0.001); 而在低责任内归因倾向

条件时, 被试对流浪汉(M = 5.82)和流浪动物(M = 

6.01)的共情反应差异不显著(p = 0.06)。为了进一步 
 

 
 

图 11  共情对象和责任内归因倾向在共情反应上的差异

(实验 3a) 

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以年龄、性别(1 = 女, 0 = 男)

与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上述结果依然成立。 

6.2.3  对救助行为的影响 

以共情对象为自变量 , 共情反应为中介变量 , 

救助行为为因变量 , 责任内归因倾向为调节变量 , 

年龄、性别(1 = 女, 0 = 男)与收入为控制变量, 采

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syntax 进行有调

节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 

Model 8)。结果发现,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效应

值为 0.21, 95% CI [0.03, 0.46]。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在控制条件时, 个体对流浪汉比流浪动物有更少的

共情反应 , 进而导致对其的救助行为更少 , B = 

−0.34, 95% CI [−0.59, −0.16]; 而在低责任内归因

倾向操纵条件下, 该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B = −0.13, 

95% CI [−0.30, 0.01]。 

6.3  小结与讨论 

实验 3a 通过操纵被试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揭

示了只有在控制条件下, 被试对流浪汉比流浪动物

有更少的共情反应; 而在低责任内归因条件下, 被

试对两者的共情反应差异不显著。以上结果进一步

验证了责任内归因倾向是造成被试对流浪汉和流

浪动物共情反应差异的机制。然而实验 3a 仍有不

足 , 即它未能完整验证对流浪汉的高责任内归因

倾向是造成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共情反应差

异的机制。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研究 3b 拟直接操

纵人们对流浪汉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 并将流浪动

物组与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以及低内归因倾向

/流浪汉组进行比较 , 来检验对流浪汉的责任内归

因倾向是否是造成人们对不同共情对象 (流浪汉 

vs. 流 浪 动 物 )在 不 幸 事 件 中 共 情 反 应 差 异 的 机

制。此外, 实验 1、实验 2a~2c 和实验 3a 的共情

反应测量只涉及指向共情对象的共情关注维度。

为了丰富共情反应的测量, 实验 3b 拟探索性地增

加情绪共情反应中指向个体自身的个体痛苦维度

的测量。 

7  实验 3b  

实验 3b 通过实验操纵的方式提高或降低被试

对流浪汉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即采用单因素三水平

被试间设计(流浪动物、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与低

内归因倾向/流浪汉)来直接检验相比于高内归因倾

向/流浪汉, 被试对流浪动物与低内归因倾向/流浪

汉的共情反应(包括共情关注和个人痛苦)的差异是

否降低或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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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方法 

7.1.1  被试 

为获得小到中等的效应量(f = 0.20, 双侧检验), 

采用 G*power 3.1 软件对本实验所需最小样本量进

行事前估计(Faul et al., 2009)。结果表明, 每组至少

需要 82 名被试才能使统计效能达到 0.8 以上。最终

通过 Credamo 平台招募有效被试 300 名, 其中, 男

性被试 103 人, 女性被试 197 人; 被试平均年龄

30.77 岁, 标准差为 7.70。 

7.1.2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 3b 是一个单因素三水平被试间设计, 自

变量为组别, 包括流浪动物、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

与低内归因倾向/流浪汉三组, 因变量为共情反应

(包括共情关注和个人痛苦)和救助意愿。 

组别操纵。流浪动物与低内归因倾向/流浪汉两

组的操纵与实验 3a 相似(但不包括图片材料)。不同

于实验 3a 的是, 实验 3b 增加了高责任内归因/流浪

汉组 , 在该组中被试阅读一篇描述流浪汉脾气古

怪、懒惰、常为非作歹, 日前因糟蹋小区环境, 破

坏公共设施遭遇社区工作人员驱逐并身受重伤的

新闻报道。在实验中, 被试被随机被试分配到以上

三个组别中, 其中每个组别中各 100 名被试。为检

验操纵有效性, 被试需完成与实验 3a 相同的两个

操纵检验项目(计分方式同实验 3a)。 

共情反应的测量。实验 3b 对共情反应的测量

包括共情关注和个人痛苦反应两个指标。共情关注

的测量同实验 3a (α = 0.90)。采用个人痛苦反应量

表(personal distress index, Toi & Batson, 1982; 邢淑

芬 等, 2015)测量被试在面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不

幸遭遇时的个人痛苦反应。该测量包括 6 个形容词

项目(如“烦忧的”, α = 0.94), 要求被试在 7 点量表

上(1 = 完全没有, 7 = 非常多)评定自己在多大程

度上有体验到以上感受。本实验以 6 个项目中的均

分作为对流浪汉或流浪动物个人痛苦反应的得分, 

其中分数越高, 被试的个人痛苦反应越强烈。 

救助意愿的测量。同实验 2b, 被试需要报告愿

意将参与研究报酬的百分比(0~100%)捐给新闻材料

中的流浪汉或流浪动物, 用于其后续的治疗费用。 

特质共情的测量。为了排除特质共情对研究结

果的潜在混淆影响, 采用张凤凤等人(2010)修订的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的共情关注(α = 0.81)

和个体痛苦维度(α = 0.92)测量被试的特质共情关

注和特质个人痛苦水平。其中, 特质共情关注的测

量包括 6 个条目(如“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 我经常

有心软和关怀的感觉”), 特质个人痛苦的测量包括

5 个条目(如“在紧急状况中, 我感到担忧、害怕而

难以平静”), 均采用 5 点计分(1 = 不恰当, 5= 很恰

当)。本研究以被试分别在两个测量上的均分作为

特质共情关注和特质个体痛苦的得分 , 其中分数

越高 , 被试的特质共情关注和特质个体痛苦水平

越高。 

控制变量。同实验 3a, 被试最后报告自己的性

别、年龄与收入等人口学信息。 

7.2  结果与分析 

7.2.1  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低责任内归因倾向/

流浪汉组被试对流浪汉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M = 

−3.36, SD = 2.77)显著低于高责任内归因倾向/流浪

汉组被试(M = 2.60, SD = 2.53), t (198) = −15.89, p 

< 0.001, Cohen’s d = −2.25, 该结果表明对流浪汉的

责任内归因倾向操纵是有效的。 

7.2.2  差异分析 

以组别作为自变量, 分别以共情关注与个人痛

苦反应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组别的主

效应均显著(共情关注：F(2, 297) = 79.06, p < 0.001, 

η2
p = 0.35; 个人痛苦：F(2, 297) = 12.90, p < 0.001, 

η2
p = 0.08)。事后比较发现, 高责任内归因倾向/流浪

汉组被试的共情关注(M = 3.95, SD = 1.60)和个人

痛苦反应(M = 3.75, SD = 1.54)均显著低于低责任

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共情关注：M = 5.82, SD = 

1.04, p < 0.001; 个人痛苦：M = 4.57, SD = 1.54, p < 

0.001)和流浪动物组被试(共情关注：M = 5.86, SD = 

0.94, p < 0.001; 个人痛苦：M = 4.80, SD = 1.51, p < 

0.001), 而低责任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和流浪动物

组被试的共情关注(p = 0.83)与个人痛苦反应(p = 

0.31)无显著差异(见图 12)。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以组别作为自

变量, 特质共情关注、特质个人痛苦、年龄、性别

(1 = 女, 0 = 男)与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以共情

关注与个人痛苦反应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

表明组别的效应依然显著(ps < 0.001)。进一步比较

发现, 上述结果依然成立。 

7.2.3  对救助意愿的影响 

以组别为自变量(虚拟编码, 以高内归因倾向/

流浪汉为参照), 共情关注和个人痛苦反应为中介

变量, 救助意愿为因变量, 特质共情关注、特质个

人痛苦、年龄、性别(1=女, 0=男)与收入作为控制变

量为控制变量, 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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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分组被试在共情关注与个人痛苦反应上的差异(实验 3b) 
 

syntax 进行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发现(见表 1), 共情关注分别在低内

归因倾向/流浪汉组(vs. 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

和流浪动物组(vs. 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对救助

意愿的间接效应显著; 而个人痛苦的间接效应则均

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 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

被试对流浪汉有着更少的共情关注(而非个人痛苦), 

进而有着更少的救助意愿。 

7.3  小结与讨论 

实验 3b 通过直接操纵人们对流浪汉的责任内

归因倾向 , 并将流浪动物组与高内归因倾向/流浪

汉组以及低内归因倾向/流浪汉组进行比较 , 结果

发现, 相比于流浪动物组与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

组之间的显著共情反应差异, 流浪动物组与低内归

因倾向/流浪汉组之间的共情反应无显著差异 , 从

而进一步验证了责任内归因倾向是造成人们对不

同共情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产生共情反应

差异的解释机制。与实验 2a~2c 和实验 3a 相同, 实

验 3b 也进一步发现, 由责任内归因倾向所引发的

共情反应(即共情关注, 而非个人痛苦)的对象差异

将直接影响被试的相应救助意愿。这也揭示了指向

他人的共情关注, 而非指向自我的个人痛苦, 是引

发相应的救助意愿的关键变量(Batson, 1987; 丁凤

琴, 陆朝晖, 2016)。 

8  总讨论 

通过 3 个实验(共 6 个子实验), 本研究基于责

任归因的视角比较了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

共情反应差异及其心理机制, 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差

异的边界条件和下游影响。结果发现, 相对于流浪

动物, 人们对流浪汉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

而导致了对他们有更少的共情反应和救助意愿与

行为。然而, 对于高社会支配倾向个体, 他们对流

浪汉和流浪动物的不幸遭遇均倾向于做出较高的

责任内归因, 因此导致了共情反应的对象差异(流

浪汉 vs. 流浪动物)有所降低。值得提出的是, 本研

究通过采用不同人群(普通人群或动物保护社团成

员)、不同实验情境材料(处于生存困境或遭遇具体

不幸事件)和不同的研究设计(如分别采用组间与组

内设计、操纵中介变量的设计等)均验证了以上研

究结果的稳健性。 

8.1  对流浪汉与流浪动物的共情反应 

人们的共情反应通常是有选择的, 即选择性共

情(selective empathy, 例如 Stevens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3)。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了人类共情

对象的社会身份(如少数族裔)以及由此形成的人际 

 
表 1  共情关注和个人痛苦在不同分组救助意愿中的中介效应(实验 3b) 

中介模型 间接效应 SE 95%置信区间 

(低内归因倾向流浪汉 vs. 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      

                      →共情关注→救助意愿 15.01 2.85 [9.92, 20.94] 

                      →个人痛苦→救助意愿 0.59 0.91 [−1.22, 2.45] 

       

(流浪动物 vs. 高内归因倾向流浪汉)      

                      →共情关注→救助意愿 16.01  2.74 [11.03, 21.63] 

                      →个人痛苦→救助意愿 0.81 1.23 [−1.59, 3.39] 

注：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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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际关系对共情反应的影响, 并揭示了显著的内

群体共情反应偏向 , 即与个体或所属群体越接近 , 

被试的共情反应越强烈(Brown et al., 2006; Cikara 

et al., 2011; Westbury & Neumann, 2008)。例如, 

Brown 等人(2006)提出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内群

体共情偏向假设(the ingroup empathy hypothesis), 

即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均表现出对同种族的人比异

种族的人有更多的共情反应。本研究将对不同社会

身份的人类对象的共情反应扩展到对动物对象的

共情反应上 , 并通过将人类−人类共情与人类−动

物共情进行比较, 有利于了解人们对不同对象共情

反应上的共性和差异, 这不仅扩展了共情领域的研

究范围 , 也深化了共情对象对共情反应的影响研

究。 

虽然早期有少量研究初步比较了人们对人类

与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 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道德

权利(moral right; 即谁更值得共情)角度, 认为人们

对 人 类 同 胞 比 动 物 有 更 多 的 共 情 反 应 ( 例 如

Cameron et al., 2022; Westbury & Neumann, 2008)。

与这些研究相比, 本研究具有明显的创新：第一, 本

研究基于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 即谁对事件

负有责任; Schein & Gray, 2018)的角度, 以不幸事件

发生的责任归因为立足点, 考察了人们对动物和人

类的共情反应差异。因此, 本研究有利于为人类与

动物对象的共情反应差异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解释。

虽然道德权利和道德责任这两个视角在解释人们

对人类与动物对象的共情反应差异上存在矛盾, 但

它们可能适用于不同情境。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人们

对共情反应较低的污名化弱势对象(即流浪汉与流

浪动物)遭遇不幸时的共情反应, 揭示了人们对流

浪汉的共情反应显著低于流浪动物。该结果表明道

德责任视角的解释可能更适合解释污名化情境中

弱势对象(即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

值得提出的是 , 关注污名化弱势对象的共情反应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即这些污名化弱势对象通

常面临着自身的经济与心理困境(吴胜涛, 张建新, 

2007), 亟需公众关注和参与救助。因此 , 对该问

题的关注既是对以往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扩展 , 也

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提供启示。第二, 以往研究只

是现象层面的研究 , 缺乏对内在机制的揭示 , 本

研究基于责任归因的视角揭示了人们对流浪汉与

流浪动物共情反应差异的内在机制。第三, 本研究

也进一步关注了共情反应对象差异中的有中介调

节机制(即社会支配倾向)与下游影响(即救助意愿

与行为), 扩展了人类−动物共情反应的相关研究

成果。 

8.2  责任归因的解释视角 

重要的是, 本研究突破了现有的关于人类−动

物共情研究关注点的窠臼, 即不再局限于仅仅考察

人们对人类和动物共情的反应差异, 而是首次将关

注点聚焦于对人类和动物对象的社会认知差异, 即

责任归因的差异, 并以此来直接验证人们对人类和

动物共情反应差异及其潜在机制。基于责任归因的

视角, 本研究揭示了人们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责

任归因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即认为流浪汉比流浪

动物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而导致了对流浪

汉比对流浪动物有更少的共情反应。虽然以往研究

已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流浪汉的弱势地位是由于

个人内部因素导致(Vázquez et al., 2017; Vázquez 

et al., 2018), 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对流浪汉责任内

归因倾向的存在, 还揭示了这种责任内归因倾向在

不同对象(流浪汉  vs. 流浪动物)间的差异性及其

对共情反应和救助行动的影响。值得提出的是, 相

比于共情对象(流浪动物  vs. 流浪汉)对共情反应

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 6 个子实验均稳健地揭示了共

情对象通过责任内归因倾向间接影响被试的共情

反应,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

共情反应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社会

认知过程。 

以上结果也支持了归因−共情理论模型。归因−

共情理论模型认为, 对不幸结果归咎于受害者自己

内 部 还 是 外 部 因 素 是 影 响 共 情 反 应 的 关 键 变 量

(Betancourt, 1990)。那么个体如何在相对模糊的情

境中对不幸结果的原因进行推断？本研究中涉及

共情对象的身份线索, 即流浪汉或流浪动物。这一

线索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提供了群体

归属信息, 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不幸事件的潜在解释

性信息。从群体归属信息的角度而言, 流浪汉由于

更会被认为属于内群体, 因而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共

情反应(例如 Brown et al., 2006); 而从不幸事件的

潜在解释性信息而言 , 由于个体自身的知识经验 , 

即倾向于将流浪汉的不幸结果更多地解释为由内

部原因导致(Vázquez et al., 2017; Vázquez et al., 

2018; 吴胜涛, 张建新, 2007), 因而流浪汉可能会

得到更少的共情反应。本研究结果更多地支持了第

二种观点 , 揭示了个体依赖于情境中的一些具体

线索, 并结合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 很容易对情境

中的结果进行因果推断 , 从而直接影响到个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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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共情反应。本研究的结果强调了社会认知因素

在共情反应中的作用(Lamm et al., 2007), 并明确

了情境中的社会线索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结果进

行推断 , 进而影响我们的情绪反应(陈武英 , 刘连

启, 2016)。 

8.3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作用与对救助意愿的

影响 

本研究从个体差异的视角引入了社会支配倾

向这一变量, 揭示了其在共情对象对责任归因与共

情反应的影响中的有中介调节作用。作为社会支配

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社会支配倾向反映了个体对不

同群体间关系不平等的偏好(Pratto et al., 1994; 李

琼, 郭永玉, 2008)。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试图维

持或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等级差异, 因而更可能认

为等级较低的群体理应为自己的结果负责, 从而对

他 们 有 更 少 的 共 情 反 应 (Lucas & Kteily, 2018; 

Sidanius et al., 2013)。本研究发现, 低社会支配倾

向的个体可能不会把流浪动物视为等级较低的群

体, 而是视为无辜的受害者, 因此对它们的不幸遭

遇有更多的共情反应; 而高社会支配倾向个体则倾

向于将流浪动物和流浪汉均视为等级较低的劣势

群体, 因而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均有较高的责任内归

因倾向, 从而导致了其对二者的共情反应均较低。

这一结果也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 如高社会支配

倾向的个体均倾向于否认污名化的人类和动物的

权利(Dhont et al., 2016; Hyers, 2006), 也更容易对

弱势人类与动物产生偏见、暴力和缺少关爱(Dhont 

et al., 2014; Jarmakowski-Kostrzanowski & Radkiewicz, 

2021)。本研究的结果为理解人类−动物共情反应的

差异提供了新的个体差异视角, 反映了高社会支配

倾向者对社会中不同群体和物种之间不平等的态度, 

以及对劣势群体或物种的自身责任的过度强调。 

此外,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人类−动

物共情反应研究扩展到了直接的行为或行为意向

层面, 为改善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社会福祉提供了

实践启示。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心理层面, 即主要

考察共情对象对共情反应的影响, 而对共情对象的

救助行为这一共情反应的直接结果却鲜有关注。本

研究发现, 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与共情反应(主要是共情关注, 而非个人痛苦)差异

将直接影响相应的救助意愿与行为。这一结果既强

调了责任内归因倾向与共情反应和相应救助行为

之间的紧密联系, 也进一步支持了共情−利他假说

(empathy altruism hypothesis), 即强调当他人处于

困境时, 个体会产生一种指向受助对象的共情情绪

反应, 这种情绪反应强度越大, 个体就越可能采取

救助行为(Batson, 1987; Batson et al., 2007; 丁凤琴, 

陆朝晖, 2016)。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一方面对于污

名化的流浪汉群体, 降低责任内归因倾向, 提高公

众的共情反应对于公众采取救助行动具有积极的

意义; 另一方面, 我们也需警惕近年来动物拟人化

的研究与实践(许丽颖 等, 2017), 如它可能会加深

动物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降低公众的共情反应与相

应的救助行为。 

8.4  研究局限与展望 

诚然, 本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与局限, 有待进一

步研究。首先,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污名化的对象(流

浪汉和流浪动物), 然而人们对他们的共情反应是

否不同于普通的人类与动物？未来研究可在普通

人类与动物对象中检验本研究的结果。其次, 本研

究在材料中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的描述是较为笼

统和一般性的, 事实上, 不同性别、年龄的流浪(人

类)对象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例如, 相比于成年

男性, 人们可能更认为女性、小孩或老人更不需要

为自己的不幸结果负责(Tiboris, 2014), 这可能进

而影响相应的共情反应与救助意愿。未来研究可以

对此进行更加细致地区分。再者, 人们对流浪汉和

流浪动物的共情反应差异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的

解释机制。本研究主要基于责任归因的解释视角, 

且排除了一般消极情绪、后果严重程度感知和应对

能力感知的替代解释, 但实际上人们对流浪汉和流

浪动物的差异还可能体现在别的解释机制, 例如痛

苦忍受性(capacity to suffer, Peden et al., 2020)与道

德价值(moral worth, Caviola et al., 2019)等。这些不

同的解释过程可能也会导致对流浪汉和流浪动物

的不同共情反应,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对该问

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9  结论 

基于责任归因的视角, 通过 3 个递进实验(共 6

个子实验),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相对于流浪动

物, 人们对流流浪汉有更多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进

而导致了人们对他们有更少的共情反应与救助意

愿; (2)对于高社会支配倾向个体, 这一效应有所降

低。即高社会支配倾向者对流浪动物和流浪汉均有

较高的责任内归因倾向, 从而导致了其对流浪动物

和流浪汉的共情反应差异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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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we more empathetic towards stray animals or homeless individuals?  
An attributional responsibility approach 

JI Tingting, WANG Jia, DING Yi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Empathy towards humans and animals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societal contexts. While homeless individuals 

face severe survival challenges and social exclusi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m are generally more negative 

compared to stray animals, who often receive greater attention, sympathy, and shelter. This research examines 

potential differences and mechanisms in empathetic responses towards stray animals and homeless individual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We hypothesize that participants are more likely to attribute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to homeless people for their misfortunes than to stray animals, leading to lower 

empathetic responses toward homeless people.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at this effect is moderated by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with high SDO are expected to perceive both targets (i.e., 

stray animals or homeless individuals) similarly, showing smaller differences in empathy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oward homeless people and stray animals. 

Thre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Across all experiments, participants read news 

articles to manipulate the harsh living conditions or unfortunate events experienced by different empathy targets. 

Experiment 1 employed a within-subjects design (N = 296), where participants read articles describ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stray animals and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subsequently reported their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and empathy respon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ticipants showed lower empathy responses 

toward homeless individuals compared to stray animals, and this difference was mediated by greater internal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to homeless individuals. Experiment 2 used a between-subjects design to replicate 

these findings among members of an animal protection group (N = 208, Experiment 2a) and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s (Ns = 217 and 300, Experiments 2b and 2c), demonstrat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Furthermore, 

Experiment 2 revealed a moderating role of SDO, showing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 SDO exhibited smaller 

differences in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and empathy responses between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stray 

animals. Finally, these empathy differences influenced participants’ donation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as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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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more likely to donate to stray animals than to homeless individuals. 

To examine the causal mediating role of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Experiment 3(Ns = 400 and 300, 

Experiments 3a and 3b) further manipulated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o test its effect on the differences 

in empathy responses towards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stray animal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participants 

showed less empathy towards homeless individuals than stray animals under the control condition. However, in 

a low or high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condi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mpathy 

responses towards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stray animals. These findings further validate that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s the mechanism driving the differences in empathy responses towards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stray animals. 

In summary, the findings from the three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individuals attribute more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to homeless people than to stray animals, leading to lower empathy responses and a reduced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homeless. This effect was moderated b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DO.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with high SDO exhibited smaller differences in empathy responses between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stray animal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deeper insights into differential empathy responses towards humans 

and animals and offer implications for welfare and assistance strategies for vulnerable human populations and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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